
错位婚姻家庭中小孩抚养和婆媳冲突研究

———以广州“８０后”青年白领为例

李超海

摘要：都市社会“８０后”青年人群中，来自农村的“凤凰男”和出身城市的“孔雀女”所组建的错位
婚姻家庭越来越普遍，网络上、电视电影上和现实生活中弥漫着大量关于“凤凰男”和“孔雀女”家庭

的矛盾和冲突，其中尤以围绕小孩抚养产生的婆媳冲突最为激烈。文章分析了“凤凰男”和“孔雀

女”家庭中农村婆婆和城市媳妇在小孩抚养过程中出现的小孩定位、消费理念、生活方式、代际资

源、性别角色和家务劳动分配这五种冲突类型及其影响机制。错位婚姻家庭中的婆媳冲突表面上

是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矛盾，实质上却是农村青年精英向上流入都市社会之后无法摆脱出身农村家

庭低社会地位的先赋性因素制约而面临的“结构性弱势”。这种“结构性弱势”在转型时期国家和市

场的双重形塑下体现了“凤凰男”自致性个体社会地位和先赋性家庭社会地位之间的张力，同时也

决定了错位婚姻家庭中婆媳冲突必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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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婚姻市场逐渐开放，婚姻观念日益多元化，青年男女

的婚配模式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其中，“自己认识”的自主婚配模式日益普遍（Ｎａｎｃｙｅ．Ｒｉｌｅｙ，
１９９４：７９１－８０３；徐安琪，１９９７ａ：４４－４８；叶文振，１９９７：３５－４０；田晓虹，２００１：９９－１０１；徐安琪、李煜，
２００４：１４－２３；叶妍、叶文振，２００５：４６－５２）。大部分城市居民基本上走出了父母之命的传统，半数以
上的人能够依据自己的意见选择配偶（徐安琪，１９９７ｂ：２１－２７；Ｐａｒｉｓｈ＆Ｗｈｙｔｅ，１９７８：６４；阎云翔，
２００９：７０－７１）。青年男女自主婚配模式比重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都市中产阶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陆学艺，２００２：２３－２５；张宛丽，２００２：８５－９４；周晓虹，２００５：４７－４８；李培林、张翼，２００８：１－１９），城市
人口结构和社会阶层分布也出现了急剧变迁。中国城市化发展和中国高等教育扩招使得越来越多

的农村人口通过教育和就业实现向城市的流动，城市新移民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多，其

中绝大多数城市新移民都是来自农村地区的青年才俊，他们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了自己的户籍身份

（吴晓刚，２００７：３８－６５；林易，２０１０：８８－１０８）。
大量农村男性精英也即网络上俗称的“凤凰男”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不仅改变了城市劳动力市

场的群体结构，同时也改变了城市婚姻市场和都市青年人群的家庭生活。一项在青岛关于夫妻婚

前双方父母社会地位的研究也表明，１９９６年配偶双方中女方父母社会地位高的比例为１２．８％，２００６
年的比例为９．４％（王回澜，２００７：２８－３６）。可见，城市“８０”后青年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
的男青年和出生城市的女青年通过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组建的家庭，这种女性职业能力低于男性，

而家庭地位高于男性的城乡婚配模式，就是网络上俗称的８０后“凤凰男”和“孔雀女”家庭，也即本
文所研究的错位婚姻模式。无论是电视剧《双面胶》、《新结婚时代》还是网络上层出不穷的故事都

直指８０后“凤凰男”和“孔雀女”所在家庭中的矛盾以及冲突，为什么“凤凰男”透过个人努力实现了
向上流动，但却无法避免与城市女性结合后面临的各类家庭矛盾，尤其是在小孩抚养过程中出现的

婆媳冲突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婚姻稳定和家庭和谐。本文以“凤凰男”和“孔雀女”所在家庭中围绕小

孩抚养出现的婆媳冲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错位婚姻家庭中婆媳冲突背后存在的家庭地位差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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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地位差异的张力，从而揭示出社会变迁和市场转型对都市错位婚姻家庭的形塑机制。

二、概念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中国开放的市场和高流动性的社会扩大了当代青年男女的择偶半径和择偶范围，各种各样的

“婚姻藩篱”被市场经济和社会流动冲淡，尤其是自致性地位获得成为青年人向上流动的基本动力，

社会流动、社会包容和政府不干预丰富和发展了当代青年男女的择偶模式。越来越多来自农村的

青年才俊与城市青年女性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组建新的家庭，这在客观上为我们研究和理解当前

中国社会流动和城市婚配家庭模式提供了重要场景。

（一）概念界定

在现代社会，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已深入人心，通过自由恋爱和自主组建婚姻家庭成为都市年

轻人群的普遍婚恋模式，但婚姻既是男女两性关系的结合，也是男女双方的家庭联姻。

因此家庭关系涉及到男女两性和男女双方的家庭出身，这既包括个体层面的职业能力，又包括

父辈的家庭社会地位，通过将个体职业能力和家庭社会地位进行交互分类，可以建立起个人和家庭

出身组合而成的不同婚姻家庭类型。因此，将“凤凰男”和“孔雀女”的个体职业能力和家庭社会地

位进行交互分类，可以得到表１：

表１ 性别、家庭地位和职业能力的交互分类

性别

男性 女性

家庭社会地位 家庭社会地位

高 低 高 低

个体职业能力

强
家庭地位高

职业能力强

家庭地位低

职业能力强

家庭地位高

职业能力强

家庭地位低

职业能力强

弱
家庭地位高

职业能力弱

家庭地位低

职业能力弱

家庭地位高

职业能力弱

家庭地位低

职业能力弱

按照家庭社会地位和个体职业能力进行交互分类可以将男女青年区分为四种类型：家庭地位

高和职业能力强、家庭地位低和职业能力强、家庭地位高和职业能力弱、家庭地位低和职业能力弱。

如果将这四种类型的男性和女性互相之间进行通婚，可以得到十六种不同组合的婚配模式（不包括

同性婚配，仅指异性婚配）。本文主要研究家庭地位低和职业能力强的男性与家庭地位高和职业能

力弱的女性所结合的婚配模式。其中，家庭地位和职业能力的概念界定如下：

（１）家庭社会地位主要是比较配偶双方父辈的职业地位和户籍身份。在本文中，家庭社会地位
高是指女性父辈居住在城市，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上班或从事技术、管理的工作岗位，而家

庭社会地位低是指男性的父辈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或外出打工经商。

（２）个体职业能力主要是比较配偶双方的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工作岗位和收入水平。在本文
中，职业能力强是指那些在权力部门、垄断性企业或大型外资企业上班的男性，他们教育程度较高，

多数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多数从事相对较为重要的工作岗位，收入水平也普遍高于所在城市居民

的平均数；而女性相应来讲，职业类型、工作岗位、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比男性要低，尤其是承担满

足家庭生活所需资源的能力要远远低于男性。

因此，从个人职业能力来看，“凤凰男”的职业地位要高于“孔雀女”的职业地位；从家庭社会地

位来看，“凤凰男”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要低于“孔雀女”的家庭。这种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较高、个人

职业能力较低的城市女性和家庭地位较低、个人职业能力较高的农村男性所组建的家庭即为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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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错位婚姻家庭。

（二）研究对象

新中国的发展可以大致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改革前的３０年，一是改革后的３０年，而３０年恰
好跟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人口学意义上的“代”大致相当，也即１９８０年代出生的青年人大多数已
经结婚生育，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８０后青年人群也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
们的生长环境、教育经历、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跟他们的父辈具有较大的差异，这同样体现在他们

的婚姻家庭生活上。本文选择广州作为研究地点，以广州市８０后青年人群作为研究对象，作为中
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和新移民融入成本最低的特大城市，广州市民的家庭婚姻结构为我

们研究错位家庭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场所。

本文的访谈对象包括哺乳期的家庭，小孩在上幼儿园的家庭和小孩已读小学的家庭，并且所有

家庭都是婆婆跟年轻夫妇同住，当然有时婆婆也会间歇性离开，但同住时间必须在半年以上。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获得

本文采用定性访谈的方法获得研究资料，在控制行业类型、职业岗位、家庭收入水平、教育程度

和婆媳相处时间的基础上，运用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获得被访对象。由于大部分被访对象不愿意接

受访谈，因此成功的几率不高，并且很多被访对象中途中断，最后成功访谈了５位媳妇和３位婆婆。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式与媳妇或婆婆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交谈过程中主要倾

听媳妇或婆婆的叙述，并且注意媳妇或婆婆所描述的事实和所附带的情绪，并且重点记录了事实性

或行为性的资料。此外，在整理访谈资料时会结合所了解的背景资料适当进行调整，从而剔除一些

不合理的情绪宣泄和价值判断，保证研究资料尽可能真实可靠。

三、文献回顾

在现代都市社会，“８０后”青年白领可以自由恋爱和自主婚配，但绝大多数中国家庭依然依赖家
庭长辈抚养小孩，一方面，从传统道德伦理来看，婆家父母双方（或者父母一方）照顾孙辈既是义务

也是责任，在从夫居和儿子养老的文化背景中，公公婆婆（或者公婆一方）帮助儿子抚养小孩是“天

经地义”的家庭内部事务；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化小孩抚养模式并不成熟，再加上对社会的普遍不

信任，职业化和高水平的保姆缺失，导致大多数都市白领阶层选择传统的家庭养育子女方式。因

此，女性怀孕和小孩出生往往成为错位家庭矛盾和人际冲突的重要导火线。从农村社会舆论和传

统观念来看，爷爷奶奶抚养孙子（女）是天经地义的事，农村公婆或公婆中一方过来帮助抚养小孩，

使得原本简单的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婆媳冲突频频出现。徐安琪和叶文振的研究

指出，１４％的夫妻矛盾是由婆媳等亲属关系引发的，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上海和广州因婆媳等亲属
关系引发的夫妻冲突比例明显高于欠发达的哈尔滨和甘肃（徐安琪、叶文振，２００２：２５４－２７９）。

婆媳冲突作为家庭内部的人际冲突，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一直存在。只不过，传统婆媳关系

是传统父权制社会的产物，建立在“婆尊媳卑”的基础上（卓意雯，１９９３：３７）。在传统中国家庭的父
权体制下，婆媳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威和冲突性的关系（Ｈｓｕ，１９７１：１０２－１０５），“多年的媳妇熬成
婆”就是这种冲突关系的真实写照。普通女性成长为婆婆可以获得对大家庭的控制权和主导权。

沃夫以台北农村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提出“子宫家庭”的概念，指出在父系家庭体系下，女性为了

巩固在夫家的地位，在生了儿子之后，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控制媳妇，从而巩固自己在

父系家庭中的地位（Ｗｏｌｆ，１９７２：４３－７４）。不过，现代工业社会中婆媳之间的权力结构不同于传统社
会，媳妇由于女权意识的高涨和两性平等观念的普及，再加上工作机会增加，其社会地位在不断提

高。因此，现代媳妇，尤其是在城市社会成长起来的媳妇，逐渐发展出现代化自主、主动、坚强与独

立的人格特质，同时也更加强调自我的发展（李美枝，１９８７：３－５２；胡幼慧，１９９５：１７８）。婆媳关系慢
８４

《青年研究》 ２０１１·４



慢朝向扁平化的平等关系发展，而非传统社会中等级化的上下关系，平权主义价值的普及使得都市

社会中婆媳冲突的概率大大减少。此外，随着中国传统家庭主轴从纵向的强调亲子、血缘关系转向

代内的夫妻和姻缘关系转变（唐灿，２００８：１－３２），夫妻关系成为都市核心家庭的主轴，并且现代媳
妇既不想附属于男人，也不想再附属于婆婆，传统家庭伦理发展因而逐渐松动，使得婆媳间关系受

到相当大的冲击，婆媳冲突比例也日渐下降（林淑玲、蔡易霖，２００６：１－１２；王留静，２０１０：５８－７５）。
因此，现代都市社会中平权主义价值观的普及、夫妻关系和姻缘关系重要性的上升以及核心家庭比

例的增加，大大减缓了婆媳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只有当严守“主从关系”的婆婆碰上了有主见的现代

媳妇时，婆媳冲突才会在生活细节中累积愤怒而爆发（孔祥明，１９９９：５７－９６）。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子女抚养问题作为劳动力再生产问题逐渐演变成为婆媳冲突的重要根源。

２００８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双面胶》就全面展示了来自东北农村的丈夫和出身上海的妻子所组建的
家庭中，由于公公婆婆介入小孩抚养而导致的婆媳冲突最后造成家庭解体的悲剧。国内相关研究

也表明，小孩抚养会引发和增加都市家庭内部的婆媳冲突，樊欢欢指出孩子出生会导致夫妻关系出

现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双方父母参与孩子抚养而引发的婆媳冲突（樊欢欢，２００７：９），并且
城市夫妻因子女发生冲突的明显高于农村（沙吉才，１９９５：２３８－２６２）。

可见，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社会发展和家庭变迁，传统意义上的婆媳冲突在不断减少，但是围

绕小孩抚养而产生的婆媳冲突成为很多８０后都市白领普遍面临的难题。因此，围绕小孩抚养而产
生的婆媳冲突与“凤凰男”和“孔雀女”所组成的错位家庭重叠在一起的时候，必将产生更大的紧张

和冲突，这也是网络和影视作品中大量渲染“城市女不要嫁给农村男”的重要素材。本文将结合实

地访谈的资料来理性分析“凤凰男”和“孔雀女”家庭围绕小孩抚养所出现的婆媳冲突的产生机制，

并试图探讨宏观的结构变迁如何影响“凤凰男”与“孔雀女”家庭中的婆媳冲突。

四、媳妇眼中的婆媳关系与婆婆眼中的婆媳关系

本部分计划利用访谈资料来分析和讨论围绕小孩抚养出现的婆媳冲突现象，分别分析媳妇眼

中的婆媳关系与婆婆眼中的婆媳关系。因此，访谈资料由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资料是访谈媳妇如

何看待婆媳关系，后一部分资料是访问婆婆如何看待婆媳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一）媳妇眼中的婆婆和婆媳关系

１．小孩定位问题
现代都市社会中的年轻父母重视小孩竞争能力培养，愿意投资为小孩创造向上流动机会，而上

一代父母则关注小孩的生存问题，把小孩看作“小大人”和计算抚养成本。

宝宝刚满１岁的时候，我就在“金宝贝”早教中心花１万块钱为我家宝宝报名学习早教培
训。３６周早教课程要１万块，还不包括开车接送的费用、大人陪同吃饭的费用等等，她（婆婆）
认为不值得，太花钱。我每周都要带小孩外出活动，比如逛公园认各种植物，去动物园认各种

动物等等，她（婆婆）就觉得太早，小孩看了没有用。其实，不管是培训还是逛公园、动物园都对小

孩很有用。为此，我没少跟她（婆婆）闹矛盾，有时候两人在家里几天都不说话。（个案Ｃ：吴）

在婆婆眼里，小孩只是作为家庭附属成员，而不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劳动力，给小孩吃饱穿暖，保

证小孩睡好和玩好就行，小孩只是家庭照顾的中心，而不是与父母地位平等的家庭成员。出身城市

的年轻媳妇倾向于将小孩看作平等的家庭成员，小孩的存在不仅仅属于父母的私有财产，而是需要

参加更加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市场竞争，父母的责任是在确保小孩生存基础上为他（她）们创造向上

流动的机会，及时带小孩体验社会生活和进行情感培训就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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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消费理念分歧
上一辈精打细算的消费观、注重积蓄的理财观与都市年轻一代的超前消费观、追求透支享受的

理财观严重冲突，并且这种消费观的代际差异渗透到小孩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

我平时喜欢去正佳、天河城等中高档购物消费中心给宝宝买东西。每次给宝宝买衣服的

时候，我总是喜欢挑选各种各样的儿童品牌衣服，虽然价格比较贵，但是只要适合宝宝的，我都

会买。可是，我婆婆就不高兴了，总喜欢唠叨，说就这么点布料，要那么贵，还不如她在菜市场

买的好，既耐洗又耐穿。（个案Ａ：李）

在小孩日常消费过程中，城市媳妇受消费主义影响较深，注重品味和偏好品牌，在小孩的吃穿

上也不例外，较高水平的消费理念可以提升小孩的消费品味。而农村婆婆注重里子而不看重表面，

认为小孩作为纯粹消费者，应该节俭和省钱，过多注重品牌消费等同于浪费金钱。

３．生活方式冲突
生活习惯与生活理念的冲突贯穿日常生活的全过程，家庭生活细节的意见不统一经过长期积

累逐渐演变成无法调节的矛盾，但实质上却是阶层地位差异的冲突，婆婆由于农村生活的落后而盲

从城市生活，媳妇面对城市的现实而崇尚健康生活。

广州的天气比较湿热，人很容易上火。在一日三餐做饭时，我喜欢少油、清淡和无味精，而

婆婆的饮食习惯是喜欢多油、辣味重和味精多，跟她讲过很多次了，可是婆婆总是忘记，当提醒

婆婆的时候，婆婆总是说“事情太多，疏忽了”。其实，小孩的饮食习惯在３岁之内就形成了，跟
着婆婆吃这样口味的菜，我总觉得对宝宝的身体不太好，可我要上班，有时候是照顾不来，提醒

次数多了，积怨却深了，关系也就很难处理了。（个案Ｂ：侯）

婆婆作为农民阶层，她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固有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带有农民阶层的特征，而媳妇

作为市民阶层，城市化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与农村居民存在较大差异。表面上来看，城市媳妇和

农村婆婆因为生活习惯不匹配，实质上却是阶层差异不可调和，也是城乡现代化程度差异太大的结

果。

４．代际看重父辈显在的资源，代内看重丈夫潜在的能力，而来自农村地区的“凤凰男”只具备个体潜
在的能力而缺乏显在的家庭资源，因此都市媳妇家庭与农村婆婆家庭相遇时，冲突一触即发。

其实，我跟我老公之间还算般配，我跟他是同一个大学并且是同一个专业毕业的，他比我

高一个年级，论辈分看，他是我师兄。就工作能力和收入水平来看，我老公在广州都算可以的！

可就是跟婆婆没法相处。以前两个人过日子的时候都挺开心的，自从有小孩之后，我跟我老公

都要上班，我爸妈又没有退休，婆婆就过来帮我们带小孩。自从婆婆过来之后，我跟她之间的

冲突和矛盾就没有消停过，主要是她家跟我家的差距太大了。我父母从买房到带小孩，都给了

我们很大支持，买房给了我五十多万，带小孩从来不花我一分钱，可他父母买房没有出一分钱，

带小孩说是帮我们的忙，可钱都是我们出的。（个案Ｅ：徐）

在城市媳妇看来，她嫁给的是丈夫而不是丈夫的家庭，丈夫的出身家庭只不过是另一个家庭，

而在婆婆眼里，“孔雀女”嫁给自己的儿子，她就是自己家的儿媳妇，在自己家庭内，儿媳妇有义务赡

养自己。从家庭出身来看，城市媳妇的父辈为其家庭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帮助，而农村婆婆的家庭为

其家庭带来了很多的负担和责任，这种“一进一出”的关系自然对婆媳之间的相处造成了很大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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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

５．媳妇眼中的平权家务劳动分配模式和婆婆心目中的“女主内”家务劳动模式造成婆媳两人在家务
劳动分配上长期存在冲突。

周末在家的时候，经常因为做家务而闹矛盾。周末刚好老公在家，我经常半命令半撒娇地

要求老公多做家务，要多疼老婆。可婆婆就不乐意了，她每次见我命令我老公干家务的时候，

就自己抢着干，生怕累着自己的儿子。好像我是外人，应该多做家务，她儿子工作很辛苦，周末

理应在家里休息似的。其实，在没有结婚的时候，我都跟我老公分摊家务，有时候老公做的更

多些，但婆婆来了就不乐意了，她总觉得我应该多做家务。我才不干呢！（个案Ｄ：罗）。

现代都市社会中家务劳动的平权模式非常普及，做家务不再是女性必须承担的基本义务。在

农村婆婆看来，媳妇在家做家务是女性应该承担的责任，在现代城市社会中长大的“孔雀女”从小到

大就受到父母的庇护，再加上受男女平等主义的影响，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期望自己的丈夫与自己共

同分担家务劳动，这种关于家务劳动分配的代际观念差异和行为差异自然会严重干扰婆媳之间的

正常相处。

（二）婆婆眼中的媳妇和婆媳关系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倾听了很多媳妇拼命“倒苦水”，数落婆婆的不是，因此，笔者也尝试着去访

谈婆婆，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大部分情况下，对于婆婆的访问都不太成功，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

交往，笔者最终成功访问到了３位婆婆，她们分别是个案Ａ、个案Ｄ和个案Ｅ的婆婆。
１．孝道的衰落与婆婆的家庭边缘性角色

以前我儿子在家里的时候很孝顺我，现在娶媳妇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媳妇不是对我

不好，她给我买衣服，带我出去玩，但总觉得不如在家里自在。我的儿子是我带大的，并且考上

了名牌大学，我儿媳妇老说我带孙子的时候，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好像她什么都是对的！她

（儿媳妇）有时候做事太过分，老指挥我干这干那的！（个案Ａ的婆婆）

笔者在观察和访谈过程中发现很多较有意思的现象，能够培养出比较优秀儿子的农村婆婆通

常性格比较坚强，在处理事情上也比较干练。但在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强大的市场力量双重冲击下，

来自农村地区的婆婆显然存在诸多不适应，她们只能复制传统的生活经历和利用曾经的生活经验

来解决在城市生活中遭遇的问题，这与“孔雀女”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存在严重的冲突，她们依据

市场的理性“对事不对人”与婆婆依据乡土情感和“面子观念”的行事方式严重对立，据此，婆婆认为

媳妇不孝和不尊重长辈，心中的怨恨在不断累积，不满情绪的增加进一步恶化了婆媳关系，造成婆

媳关系的恶性循环。

２．国家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冲击改变了家庭生活的主轴，也改变了婆媳关系

现在在广州生活真不容易，他们两口子（指自己的儿子跟儿媳妇）再加上一个小孩生活，每

月的生活支出都在一万块以上（主要包括房贷、生活费和小孩抚养费），不像我当年，我跟他父

亲拉扯大４个小孩一年的开支都不到一千块，我儿子赚钱辛苦呀！现在一谈小孩教育就是讲
花钱，就是要去哪里逛公园，去上什么早教班，上什么幼儿园，贵得很！哪有什么小孩的教育，

就是如何花钱，想着法子花钱。我一个农村来的老太婆，也没有钱，只能听媳妇的，她说什么就

是什么！（个案Ｄ的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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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发展改变了中国都市家庭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中国都市家庭的

权力格局。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采用科学抚养方法来培养小孩，从小培养小孩全方位的能力和素

养，但科学抚养的代价和成本都较高，这与农村婆婆节俭的小孩培养观相差甚远。可是城市生活的

高房价和多样化的成本支出又导致没有收入能力的农村婆婆的“话语权”缺失，因此，在“土地财政”

造就的高房价和市场力量的双重冲击下，纵向的婆婆与儿子之间的关系被横向的夫妻关系取代，传

统社会中形成的婆媳关系逐渐变得日益扁平化，婆婆权威的丧失也就顺理成章。

３．婆婆认可“从夫居”和养儿防老观念，这有别于崇尚平权主义的都市媳妇

小徐（指儿媳妇）跟我儿子结婚后，（我儿子）越来越没有主见了，什么事情都要跟小徐商

量，家里购置什么东西，哪些地方都要花钱，都是夫妻俩商量。我家里的很多事情都是老头子

（指被访谈的丈夫）决定，他赚钱养家，我自然要听他的。我们两个人把儿子养大不容易，儿子

以后就是我的依靠，小徐是嫁给我的儿子，不是我儿子嫁给小徐，可他什么事情都听他媳妇的，

我怎么放心得下呢！小孩的教育、小孩的抚养，我们老人家都说不上话。（个案Ｅ的婆婆）

城乡分割不仅仅造成了城乡居民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塑造了看待代际关系的不同观点。

在婆婆眼里，养儿防老，儿子不仅跟自己是一家人，而且也是自己今后养老的基本保障。在很多城

市女性看来，父母的责任不在于向子女索取，而是给小孩投资，为小孩向上流动创造机会。因此，婆

婆需要儿子反哺的代际观念与崇尚平权主义的城市女性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这种价值冲突不仅受

制于代际差异，更主要的是城乡分割背景下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差距所塑造的。

总之，城市在发展，社会在变迁，“凤凰男”从农村流入城市改变了个体的命运和生活，“孔雀女”

通过自由恋爱与“凤凰男”组建家庭符合现代社会的自由选择价值，小孩的出生及其衍生出来的抚

养问题改变了原本简单与和谐的夫妻关系，围绕小孩抚养衍生出了大量的人际冲突和家庭矛盾，这

些看似简单的矛盾和冲突虽不涉及暴力和流血事件，实际上却折射出国家因素和市场力量对家庭

发展和个体行为的影响，作为现代角色的都市媳妇和作为传统势力的农村婆婆因为国家变革和市

场转型同住一个家庭，也因为国家因素和市场力量的塑造和干扰而面临着各种行为冲突、观念冲

突、价值冲突和心理冲突等等，最终交织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网络上关于“孔雀女”和“凤凰男”家庭矛

盾的热论。

五、国家、市场与错位婚姻家庭中的婆媳冲突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大多数的家庭矛盾和婆媳冲突都根源于物质短缺和生活贫困，但是

简单的物质短缺论并不足以解释都市社会中“８０后”家庭中普遍存在的婆媳冲突。此外，西方学者
提出的和谐论和冲突论也不足以解释当代中国城市社会中“８０后”错位婚姻家庭中小孩抚养与夫妻
关系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小孩的出生确实稳定和巩固了夫妻关系，笔者的观察显示，即使很多被

访妻子有再多怨言和不满，她们都十分看重自己的丈夫和小孩；另一方面，小孩的抚养问题又导致

了家庭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围绕小孩抚养和教育问题，婆婆和媳妇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从而

造成家庭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因此，简单地讨论小孩出生和小孩抚养对夫妻关系、家庭关系的正向

功能和负向功能都具有局限性。今天的中国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中国，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强

大的政府与发达的市场并存，国家力量和市场因素共同作用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也影响

了中国人的私人生活。今天中国都市社会中婆媳矛盾并不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婆媳矛盾的历史重

现，也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家庭人际关系冲突，而是受制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阶段而呈现

出的家庭现象，是国家力量和市场因素共同形塑的结果。

首先，国家的制度倾斜塑造了城市和农村不同的生活逻辑和社会保障体系，城市居民代际之间

的独立、平等的生活方式逐渐建立，而农村父母依赖子女养老的传统生活方式仍在延续，导致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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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和城市媳妇在小孩抚养上严重的价值冲突。

一直以来中国就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消除城乡差异和建立城乡之

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反而加剧了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和社会区隔。“城市中心观”的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将大量的资源和力量向城市倾斜，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方式赋予了城市更多的发展机会，国家的

制度性倾斜造成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生活在差异巨大的两种社会环境中，并且这种差异的生活环

境塑造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完全不同的家庭价值和子女教育观，

出生农村的“凤凰男”肩负着家庭的希望和改变个人命运的双重使命，从“凤凰男”进城的那一

刻开始，就必然承担着反哺家庭和回馈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他既是父母的家庭成员，又是自己家庭

的成员，这是“凤凰男”的基本责任结构。而国家的制度性倾斜使得农村的公共资源和社会保障体

系处在短缺状态，公共养老体系尚未建立，市场化养老方式成本太高，依靠子女养老尤其是儿子养

老是大多数农民的朴素愿望，也是最可靠的选择。

出生城市的“孔雀女”则不同于出生农村的“凤凰男”，在城市社会平等主义价值的影响下，具有

稳定工作的父母和崇尚独立主义的子女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并不紧密。在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

系支撑下，大多数城市父母并不将自己的养老交给后代负责，而是依靠国家养老和制度养老，他们

对子女的物质反馈渴求自然就比较低。父母较低的养老回报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孔雀女”的养老责

任观和改变了她们对待子代反哺家庭、回馈父母的传统养老观的态度。此外，大多数城市“８０后”在
独生子女家庭中长大，不仅不需要承担养老责任，而且不像农村多子女家庭需要承担支持兄弟姐妹

的责任，这使得大多数“孔雀女”的家庭价值中缺乏互助感，这与“凤凰男”需要过多承担家庭保障形

成强烈的对比。

因此，在小孩抚养的过程中，城市出生的媳妇秉持平等主义价值，小孩不仅仅作为家庭成员，更

重要的是作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竞争，抚养小孩的目的是为后代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对小孩进行

投资本质上是培养小孩的公共品格和社会竞争意识；来自农村的婆婆视小孩为自己的私人产品和

家庭成员，将小孩视为“小大人”，在小孩抚养方面精于成本计算，重视在小孩抚养方面节省成本，从

家庭利益来考虑小孩的成长行为，忽视了小孩的公共角色和社会身份。因此，城市媳妇培养小孩向

上流动的抚养价值和农村婆婆将小孩当做“小大人”来培养的模式存在严重冲突，这种价值冲突又

根植于“城乡二元社会”中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生活逻辑，本质上却是国家力量和制度性资源在城乡

社会中的不均衡分布而造成的。

其次，市场瓦解了传统孝道，也改变了反哺式隔代养老观，促成了都市社会平等主义的扁平化

代际关系的建立，这直接挑战了传统的家庭内部婆媳之间的上下等级关系。

传统中国社会的婆媳关系本质上属于等级关系，在从夫居的大家庭里面，媳妇的地位相对比较

低下。改革开放以后，家庭内部平等的人际关系逐渐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促成了中国总体性社会

向多元化社会转变，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在不断下降。市场边界的不断拓展和居民就业形式

的多样化为个体摆脱家庭的资源约束和利益整合提供了条件，家庭不再是个体唯一的、可获得生存

资源和情感支持的单位，这在间接上瓦解了父母的权威和家庭对个体的吸引力。此外，家庭权力的

重组和具有高学历、更加适应市场社会的青年人群在与上一辈的权力博弈中处在上风，进而破坏了

长期以来建立在家庭整体主义基础上的父代和子代关系，也影响了一直传承下来的反哺式隔代养

老观。具有强烈个人主义价值观的“８０后”青年人群逐渐建立了平等主义的人际关系，也包括代际
关系的平等化，这在事实上宣告了传统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上下等级关系的衰落。

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主义的兴起和幼教产业的发达，削弱了婆婆在小孩抚养过程中的地位和

作用，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使得在现代化城市社会中长大的都市媳妇掌握了

小孩抚养上的话语权，而都市媳妇深受平等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大多数都市媳妇不再恪守传统家庭

价值中传承至今的等级关系，她们更多的是依据平等主义原则来与婆婆交往，而恪守男权主义原则

的婆婆则希望媳妇依附男性和家庭，从而造成了都市媳妇和农村婆婆之间强烈的价值冲突，两代人

的价值冲突进而通过日常生活中小孩抚养的具体事件得以展现。可见，都市媳妇与农村婆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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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婆媳冲突本质上是因为市场力量改变了代际关系而导致的价值冲突，而政府主导的、以城市为中

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无疑加大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这就使得代际差异和城

乡差异叠加在一起扩大了都市媳妇和农村婆婆之间的行为差异和价值取向，造成了都市社会中城

市媳妇和农村婆婆之间持续的、全方位的矛盾和冲突。

再次，多元化社会和市场转型促成了个人主义利益观的流行，“８０后”青年人群遵循个体主义的
“就事论事”家庭价值与上一辈恪守统合主义的“夫权至上”家庭价值存在明显的代际冲突。

国家权力的收缩和市场转型促成了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也加速了农村人口向都市社会的流动，

改变了中国人口的阶层结构和社会分布，因此，都市社会中出现了大量家庭地位高、个人地位低的

都市女性和家庭地位低、个人地位高的农村男性之间的结合，这种错位家庭婚姻既改变了中国的家

庭结构，也影响了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和人际关系。在传统的强国家和弱市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婆婆恪守统合主义的家庭价值，她们骨子里都会坚守“男权至上”，视已婚儿子为自己家庭的成员，

将自己的家庭和儿子建立的家庭当作一个家庭，而将媳妇当作夫权体系下的家庭成员。

在现代强国家和强市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都市媳妇，她们从小就受到都市平等主义的洗礼，强

调个人的自主性和家庭的独立性，看重核心家庭，而忽视联合家庭，在核心家庭内部，她们更多按照

平等主义逻辑来对待自己的小孩以及上一代。因此，媳妇信奉的平等主义和婆婆恪守的等级主义

在家庭内部的小孩抚养上经常发生冲突，年轻的“８０后”媳妇在平等主义价值指导下，喜欢“就事论
事”，这是一种具体的个人主义利益观；而农村婆婆则在统合主义影响下，强调夫权至上，这是一种

模糊的团体主义利益观。因此，两种不同传统、不同逻辑的代际价值进行互动时，冲突和矛盾也就

无法避免。

总之，“８０后”家庭中围绕小孩抚养而产生的婆媳冲突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历程，这是一种
暂时性冲突，也是一种代际价值更替的紧张，这既是中国社会变迁导致的产物，也是当代都市家庭

适应社会环境而演化的结果。都市社会错位婚姻家庭中的婆媳冲突本质上并不因为小孩出生家庭

人口结构改变所致，而是国家变迁和市场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农村地区的缺位使得农村居民普遍依赖子女养老，农村父母供养小孩读书暗含着强烈的“养儿防

老”思想，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发达大大缓解了城市子女赡养父母的顾虑，城市父母供养

小孩普遍期望为小孩创造向上流动机会，因此，国家力量和公共产品在农村和城市的不平衡分布间

接地加剧了农村“凤凰男”的养老负担和降低了城市“孔雀女”的养老责任，从而导致同一家庭内部

代内和代际之间不同的家庭价值的冲突；另一方面，市场力量造就了城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扁平

化关系，婆媳之间的等级关系在强大的市场力量冲击下迅速瓦解，而新的适应现代市场社会的扁平

化的婆媳关系尚未建立，婆婆和媳妇在变动的婆媳关系中都无法准确进行自我定位和关系界定，媳

妇占据市场优势，婆婆依赖道德高地，遵循不同规则的两代人在处理同一类型家庭问题时必然会面

临严重的价值紧张和行为冲突。

无论怎么说，国家变迁和市场转型造就了后天的姻缘关系成为家庭的主轴，但这不意味着先天

的家庭代际关系可以忽略，“凤凰男”通过个人努力实现向上流动，但他无法改变出身农村家庭的社

会地位的事实，“孔雀女”选择了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凤凰男”，但她不得不面临丈夫农村家庭社会地

位和其出身城市家庭社会地位存在较大社会差距的矛盾，因此个体社会地位和家庭社会地位的不

对称严重影响了“凤凰男”和“孔雀女”的婚姻家庭生活。“凤凰男”自致性的高职业地位与先赋性的

低家庭出身地位无法割裂，转型社会过程中“凤凰男”自致性个体社会地位和先赋性家庭社会地位

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决定了错位婚姻家庭中婆媳冲突必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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